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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公众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性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

义,也是新时代新征程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实证检

验公众民主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潜在影响,重点探究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政府透明度的调节

作用。 研究发现,公众民主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

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政府透明度在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直接关系以及通过政

府信任所形成的中介关系中均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在推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民主体制

改革的同时,也要注重培育政府信任和强化政务信息公开,以此促进政府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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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 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社会民生领域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体系是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核心内容,而公众的满意度则是衡量公共服务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尺。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

战略部署的深入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公共服务财政保障能力和水平得到显著提

升。 然而,公共服务发展中仍存在不充分不平衡、供需不匹配、使用不便利、感知不满意等问题[2] ,公众

对于公共服务有“得”而无“感”的现状值得深思。 由此说明,传统依靠扩大财政投入的公共服务供给模

式并不必然带来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同步提高,这就要求从政府供给端转向公众需求端来探究公共

服务满意度的深层影响机制,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体系、持续增进民

生福祉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持续为公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以提升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但前提是要系统把握公共服务感知质量即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既有研究更多从政府供给侧角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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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财政自主权[3] 、政府晋升竞争[4] 、政府职能转变[5] 以及政府供给模式[6] 等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可能

影响,仅仅将公众看作是自上而下公共服务的“被服务”对象,仍然未能克服“以行政为主导的单中心”
治理思维模式的局限。 事实上,市场经济在催生更加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同时,也强化了公众的政治参

与意识和权利意识,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种实行政府主导管理与公众参与治理相结合的现实情况之下,
公众参与将对公共服务质量感知产生深远影响。 但学界对公众参与的价值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

为,公众参与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价值,坚信公众参与理应成为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公

众参与不仅能够打破政府内部长期存在的某些弊端,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向着更为开放和协作的合作

网络治理方向转变[7] ,也能够重塑地方的财政支出偏好进而优化公共资源的分配[8] 。 然而,另一部

分学者却认为,引入公众参与可能会带来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降低。 因为政府官员在面临绩效考核

时,因其不正确的政绩观可能会出现操控绩效评估流程、隐瞒甚至谎报绩效信息等不当行为[9] 。 更

有观点指出,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背景知识,公众在参与公共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非理性行

为,且有的人不愿投入过多精力于公共事务中,参与意愿和热情总体较低,以致难以作出恰当的决

策[10] 。 因此,期望通过公众参与为行政管理带来效益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时间和人力成本[11] 。 总

的来说,上述研究更多地强调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工具价值所在,未能揭示公众参与影响公共服

务满意度的潜在机制。 这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供需双方的动态联系,从而忽略

了公共服务的“服务”这一核心本质[12] 。
政府鼓励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期望的是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广泛的社会价值[13] ,而并不局

限于单一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改善、组织结构优化以及政府民生偏好塑造。 伴随着公众主体意识的强

化,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主观评价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信任和政务透明度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因

此,仅从政府内部逻辑来探寻公众参与所带来的行政效益,忽视外部情境因素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可能影

响,不仅偏离了公众参与治理的初衷,而且可能导致影响机制的实证估计结果出现偏差。 值得注意的

是,公众参与并非工具价值意义上施加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考量标准。 从实质价值来说,如果政

府所提供的制度化参与渠道能够充分满足公众的民主参与诉求,且能影响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过程并持续改进供给质量,那么公众参与将显著提升公共服务的感知价值。
新征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领下,公众参与不仅被视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

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 为此,本文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数据,重点考察公众民主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机理。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期

待的边际贡献有如下三点:第一,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众参与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的不足,可为新阶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与推进民生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第二,本研究

试图验证政府信任、政府透明度在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

用,将为我国治理体系改革中强化政民良性互动、推进透明政府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第三,本研究将视

角从政府公共服务客观供给转向公众公共服务主观感知,更加契合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从内部控制向公

众满意的转变趋势。 这为全面提升我国政府现代化治理水平开辟新思路,进而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多元且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认同度。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公众参与与公共服务满意度

公众参与有助于公共服务使用者真实表达需求偏好,从而显著提升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鉴于公共服务消费的非竞争性及受益群体的非排他性,政府理应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承担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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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往往缺乏公共服务消费者偏好和支付意愿的充分信息[14] ,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可能偏离甚至

违背消费者实际意愿[15] 。 诚然,政府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获取消费者对私人物品的偏好信息,但很难从强

制性的税收支付中准确判断出公共物品的需求情况[16] 。 这是因为“搭便车”动机激励着公共服务受益者

隐瞒其真实偏好。 而引入公众参与机制使居民能够充分表达符合自己利益的公共服务诉求[17] 。 在确保公

共服务普惠均等的同时,还能兼顾不同个体的差异化需求,从而提升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公众参与有助于促进公共服务内部生产向共同生产转变,从而有效提升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共同

生产是指在公共服务的设计、供给和评价的全过程中,公众的自愿或非自愿性参与[18] 。 在传统行政逻

辑视角下,政府是公共服务设计、生产和递送等过程的主导者,而普通民众更多地属于被动接受公共服

务的消费者[19] 。 但在公众参与逻辑视角下,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将由“单一主体”向“协同供给”转变。
公众通过共同生产能够切实地为公共服务贡献自己的资源、知识和技能,推动公共服务供给的不断完善

和优化[20] 。 更为重要的是,共同生产通过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间的诉求表达、共识凝聚以

及利益整合,使公共服务生产全过程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公共性得以充分彰显。 显然,赋予公众共同生

产、共同分配公共产品的权利,能够显著增强公共服务满意度感知[21] 。
公众参与有助于公共服务供需主体在互动协作中共同创造价值,从而提升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公

共服务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再仅限于数量的增加,而是期望公共服务能

够带来更高水平的主观体验。 这意味着,面对公众日益增长且复杂多样的民生需求,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以用户而非组织为中心的公共价值系统来进行有效回应。 该系统本质上是公共服务供给中各核心利益

相关者的价值偏好集合体,产生于公共组织和公众在公共服务实践中的互动协作过程[22] 。 显然,公众

参与为深度的政民互动创造了前提条件,这将促进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系统形成,实现主客体在公共服务

供给中的利益互嵌[23] 。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受商品主导逻辑驱动的共同生产,价值共创更多基于“服

务主导”逻辑,强调公共服务使用者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22] ,这无疑重塑了公众在公共事业

发展中的建设者身份和主体性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

(二)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

政府信任是公众基于对政府行为和形象的感知,并综合了客观评价和主观感受所形成的特定政治

心理[24] 。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施政绩效与公众期望之间的一致性程度[25]14。 从政府信任来源看,
良好的公众参与被认为是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中改善政府信任的重要途径。 这是因为公众参与有助于改

善整体社会信任程度[26] ,从而构建起以过程为基础的政府信任。 即使存在某些不同意见,但这些意见

也是出于公众参与的视角而提出[27]8。 总的来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民主治理和公共管理的基石[28] ,
公共管理者倡导公众参与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29] ,推动形成多中心合作的新治理

模式,进而建立起稳定且持久的合作型信任关系。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公众参与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建设公众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方向,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知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解释公众满意度[30] 。 首先,高政府信任会对政府行为施加重要约束[31] ,政府提供符合公众利

益诉求的公共服务,使公众所期望的政策执行成果契合公共利益[32] ;其次,高政府信任可以降低公共服

务供给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保证政府为公众提供更加高效的公共服务;最后,高政府信任有助于公众建

立起稳定的预期[33] ,相信政府将会投入更多公共资源以不断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这不仅会增强公众

对当前政府决策的认同[34] ,也会强化公众支持政府行动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意愿[35] 。 因此,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 2b:政府信任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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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越高,其对政府信任的感知水平也越高。 与此同时,高政府信

任所塑造的善治政府形象亦能够提升公共服务主观绩效。 综上所述,政府信任在公众参与与公共服

务满意度的相互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公众参与会影响政府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感知,即政府信任在公

众参与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公众对政治系统的政府透明度感知可能在参与行为、政府信任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之间起到

调节作用。 政府透明度属于公众依据特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透明政府建设所进行的一种感知评价[36] ,凸
显了政府在治理结构中所表现出的自我约束和开放性特点。 具体来说,透明政府建设会强化公众对政

府财政资金使用的外部监督与约束[37] ,倒逼政府将财政资金更多配置于能够真正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的

领域[38] ,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39] 。 而从公共服务使用者角度来看,透明政府建设可以改善政民

间信息不对称现象[40] 。 当公众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对公共服务质量进行准确评价时,更倾向于相信政

府的公共开支具有合理性,从而提升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41] 。 更为重要的是,高政府透明度减少了公

众参与公共服务活动所需的时间成本和学习成本,使其能够更为轻松便捷地获得同等质量的公共服务。
基于此,本文给出如下假设。

假设 3a:政府透明度在政府信任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预测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拥有

更高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公民,其政府信任程度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效应显著增强。
此外,政府透明度在构建公民对政府公共服务评价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高政府透明度感知

的个体往往更愿意投入精力参与政治活动、支持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并对政府的工作水平给予积极评

价。 研究证实地方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将显著改善居民公共教育、医疗及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满意度

感知[42] 。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公民的政府透明度感知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通过网络参与而获得的满意

度[43] 。 更有学者指出,政府透明度在判断公众参与能否有效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能方面,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44] 。 深究原因,政务的公开透明程度将直接影响到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能否平等地获取和利用

信息资源[45] 。 因此,对于拥有较高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的公民来说,公众参与到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

的直接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b:政府透明度在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预测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伴随

着个体对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的提升,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会显著增强。
综上所述,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评价是一个心理认知过程,公众参与将显著影响公共服务的满

意度感知。 政府信任为公众塑造了稳定且积极的心理预期,其在公众参与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路径

中发挥中介作用。 此外,政府透明度作为宝贵的社会资源,可能在参与行为、政府信任和公共服务满意

度的关系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据此,本研究整合上述理论分析并提出假设的模型框架,具体见图 1。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701·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被试基本情况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2021 年截面数据。 该调查面向

全国范围开展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主要涉及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多方面,其中包

含公众参与、政府信任、政府透明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本研究所需的关键信息。 该年度调查共回收来

自全国 30 个省、区、市的 10
 

137 份数据,在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最终整理获得 9
 

541 份有效调查样

本,涵盖不同性别、年龄、户籍、民族、学历层次和政治面貌群体,具有较强代表性。
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 1。 受访者中女性占 55. 6%,略高于男性的 44. 4%;年龄主要集中在 18 ~ 55 岁

之间,占比 66. 9%,以中青年为主;户籍以农村户籍为主,民族则以汉族为主,各自占比 64. 8% 和

91. 8%;文化程度总体上呈倒“V”型分布,中等学历占到 50. 7%;受访者的政治面貌以非共产党员为主,
其占比为 89. 8%。

 

表 1　 被试基本特征

特征 类别 比例(%) 特征 类别 比例(%)

性别
女 55. 6

男 44. 4
民族

汉族 91. 8

少数民族 8. 2

受访年龄

18~ 30 岁 16. 7

31~ 45 岁 25. 8

46~ 55 岁 24. 4

56~ 65 岁 23. 3

66 岁及以上 9. 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9. 3

初中 31. 8

中专或职高或高中 18. 9

大专 9. 1

本科及以上 10. 9

户口性质
农村户口 64. 8

非农户口 35. 2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10. 2

非共产党员 89. 8

(二)变量测量

被解释变量:通过问卷询问受访者“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来衡量民生高度关切的公共

服务满意度。 其中包含“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 “扩大就

业,增加就业机会”“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保障教育公平”“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丰富群众文体活动,发展

文化体育事业”7 个题项。 运用 Likert5 点正向计分并进行赋值转换,将“ -1 =不好说”视为公众的中间

态度,重新赋值为“3 =一般”,从而将原赋值转换为“1 = 很不好,2 = 不太好,3 = 一般,4 = 比较好,5 = 很

好”,最终把所有题项加总取均值作为受访者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评分。 该变量的克隆巴赫 α 信度系数

为 0. 859。
解释变量:本文公众参与刻画的是体制内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受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问卷

设计,选取“近两年来,您是否参加过村(居)委会选举”这一题项来衡量。 将原有赋值“1 =投过票,2 =没

投过,3 =没有投票资格”重新转换为二分类变量,即“1 =投过票,2 =没投过”。
中介变量:考虑到公众对政府信任呈现出的差序格局特征,选取问卷中的“您信任中央政府吗”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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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区县政府吗”和“您信任乡镇政府吗”三个题项分别衡量中央政府、区县政府和乡镇政府的信任程

度。 为充分合理利用有效样本且与前文保持一致,继续采用 Likert5 点正向计分法,将原始问卷中的题

项进行赋值转换为“1 =完全不信任,2 =不太信任,3 =一般信任,4 = 比较信任,5 = 非常信任”,并选择三

个层级的政府信任均值以刻画受访者总体政府信任程度。 该变量的克隆巴赫 α 信度系数为 0. 757。
调节变量:鉴于政府透明度主要表现为公民对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和效果的感知评价,选择问卷

中的“您认为政府在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单一题项刻画受访者对

政府透明度的感知。 实证分析时对选项进行重新编码,即“ 1 = 很不好,2 = 不太好,3 = 一般,4 = 比较

好,5 =很好” 。
控制变量:借鉴郑振清等关于公众政治心理研究的做法[46] ,将性别、受访年龄、户籍性质、民族、教

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详见

表 2。
 

表 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性别 1

2 受访年龄 0. 04∗∗ 1

3 户口性质 -0. 01 0. 07∗∗ 1

4 民族 -0. 01 0. 04∗∗ -0. 05∗∗ 1

5 教育程度 0. 09∗∗ 0. 51∗∗ -0. 39∗∗ 0. 05∗∗ 1

6 政治面貌 0. 15∗∗ 0. 06∗∗ -0. 15∗∗ 0. 74 0. 27∗∗ 1

7 公众参与 0. 06∗∗ 0. 28∗∗ 0. 17∗∗ -0. 03∗∗ -0. 21∗∗ 0. 07∗∗ 1

8 政府信任 0. 01 -0. 02∗ -0. 04∗∗ -0. 04∗∗ 0. 10∗∗ 0. 11∗∗ 0. 06∗∗ 1

9 公共服务满意度 -0. 01 0. 01 -0. 01 -0. 06∗∗ -0. 003 0. 07∗∗ 0. 08∗∗ 0. 51∗∗ 1

10 政府透明度 -0. 004 -0. 04∗∗ -0. 038∗∗ -0. 03∗∗ 0. 04∗∗ 0. 08∗∗ 0. 06∗∗ 0. 45∗∗ 0. 69∗∗ 1

Mean 0. 44 46. 81 0. 65 0. 92 2. 4 0. 1 0. 46 4. 077 3. 82 0. 68

SD 0. 50 14. 39 0. 48 0. 27 1. 29 0. 30 0. 50 0. 86 0. 721 0. 07

　 　 注:N= 9
 

541;∗
 

p<0. 05;∗∗
 

p<0. 01;∗∗∗
 

p<0. 001。

(三)假设检验结果

采用 Harman
 

Single
 

Factor 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表明,第一个因素可解释变异为

37. 784%,小于 40%,表明本调查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随后利用 Process
 

4. 0 中的模型 4 和模型 15
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和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分别进行检验。 最后考察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稳健性

以及交互效应。
1. 中介模型检验

为检验公众参与通过政府信任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间接影响,运用拔靴法重复随机抽样获得 5
 

000
个样本,获得 95%的中介作用置信区间。 表 3 结果显示,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值为

0. 12(SE= 0. 02、t= 7. 65),95%的置信区间为[0. 089,0. 150],置信区间均不包括零,即公众参与对公共

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1 得到证实。 加入中介变量后,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直

接效应值为 0. 06(SE= 0. 014、t= 4. 576),95%的置信区间为[0. 036,0. 089],影响依旧显著但效应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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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减弱。 同时,政府信任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值为 0. 423(SE = 0. 008、 t = 56. 432),
95%的置信区间为[0. 408,0. 437]。 这说明政府信任在公众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关系中起显

著的中介作用,假设 2 得到验证。 模型的总效应由直接作用与中介作用相加获得,即 0. 119
 

4,其中直接

效应占总效应的 54. 05%,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45. 95%,表明政府信任发挥的是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

现对于解释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表 3　 中介作用检验

预测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公共服务满意度 政府信任 公共服务满意度

β 95%CI β 95%CI β 95%CI

性别
-0. 031

( -2. 051)
[ -0. 06,0. 001]

-0. 027

( -1. 513)
[ -0. 062,0. 008]

-0. 019

( -1. 494)
[ -0. 045,0. 006]

受访年龄
-0. 001

( -1. 940)
[ -0. 062,0. 005]

0. 004

(0. 549)
[ -0. 001,0. 002]

-0. 001

( -2. 559)
[ -0. 002,0. 003]

户口性质
-0. 029

( -1. 685)
[ -0. 062,0. 005]

-0. 012

( -0. 577)
[ -0. 051,0. 028]

-0. 024

( -1. 613)
[ -0. 053,0. 005]

民族
-0. 139

( -5. 172)
[ -0. 192,-0. 086]

-0. 15

( -4. 717)
[ -0. 213,-0. 088]

-0. 076

( -3. 244)
[ -0. 121,0. 030]

教育程度
-0. 011

( -1. 415)
[ -0. 026,0. 004]

0. 068

(7. 403)
[0. 050,0. 086]

-0. 040

( -5. 896)
[ -0. 053,0. 027]

政治面貌
0. 166

(6. 329)
[0. 114,0. 217]

0. 231

(7. 446)
[0. 170,0. 292]

0. 068

(2. 998)
[0. 024,0. 113]

公众参与
0. 119

(7. 645)
[0. 089,0. 150]

0. 136

(7. 338)
[0. 099,0. 172]

0. 062

(4. 575)
[0. 036,0. 089]

政府信任
0. 423

(56. 432)
[0. 408,0. 437]

R 0. 121 0. 164 0. 511

R-sq 0. 015 0. 027 0. 261

F 20. 208 37. 39 421. 654

　 　 注: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将政府透明度纳入中介模型进行分析,继续运用拔靴法以检验政府透明度在模型路径中的调节作

用。 表 4 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公众参与对政府信任(β = 0. 136,SE = 0. 019,t = 7. 34)和公众

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β= 0. 032,SE= 0. 011,t= 2. 918)依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政府透明度对

公共服务满意度( β = 0. 395,SE = 0. 005, t = 72. 369) 和政府信任对公共服务满意度( β = 0. 220,SE =

0. 007,t= 32. 219)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公众参与和政府透明度的交互项 Int_1(β = 0. 021,SE =

0. 010,t= 2. 238)、政府信任和政府透明度的交互项 Int_2(β= 0. 035,SE= 0. 005,t= 6. 925)对公共服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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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透明度调节下的中介作用显著,其效应值为 0. 005(SE = 0. 001),95%CI
[0. 003,0. 007]。 上述结果表明,在公众参与到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信任到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两段路

径关系中,政府透明度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表 4　 调节作用检验

模型 模型四 模型五

因变量 政府信任 公共服务满意度

指标 β 95%CI β 95%CI

性别 -0. 027( -1. 513) [ -0. 062,0. 008] -0. 012( -1. 127) [ -0. 032,0. 009]

访问年龄 0. 000
 

4(0. 549) [ -0. 003,0. 005] -0. 000
 

4( -0. 876) [ -0. 001,0. 001]

户口性质 -0. 012( -0. 577) [ -0. 051,0. 028] 0. 001(0. 063) [ -0. 022,0. 024]

民族 -0. 15( -4. 717) [ -0. 213,-0. 088] -0. 062(3. 310) [ -0. 098,0. 025]

教育程度 0. 068(7. 403) [0. 049,0. 086] -0. 028( -5. 129) [ -0. 038,-0. 017]

政治面貌 0. 231(7. 446) [0. 017,0. 292] 0. 009(0. 504) [0. 027,0. 045]

公众参与 0. 136(7. 338) [0. 099,0. 172] 0. 032(2. 198) [0. 010,0. 053]

政府信任 0. 219(32. 219) [0. 206,0. 233]

Int_1 0. 021(2. 378) [0. 003,0. 040]

Int_2 0. 035(6. 925) [0. 025,0. 045]

R 0. 164 0. 726

R-sq 0. 027 0. 527

F 37. 393 964. 476

Int_1: 投票×透明

Int_2: 信任×透明

　 　 注:Int_1,Int_2 是去中心化后,政府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构建的交互项,括号外数值为回归系数,括号内数

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

为进一步检验政府透明度在公众参与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我们将政府

透明度按照 M±1SD 的标准划分为高、低两组。 图 2 报告了公众参与与政府透明度的交互效应,并报告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 可见,在高政府透明度条件下,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bsimple = 0. 187,t= 0. 055,p<0. 001);而在低政府透明度条件下,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却并

不显著(bsimple = 0. 048,t= 0. 009,p>0. 05)。 这说明在不同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下,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

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并不相同,对于具有较高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人群来说,公众参与能更显著地提升公共

服务满意度。 图 3 报告了政府信任与政府透明度的交互效应,并报告简单斜率检验结果。 从中可以看

出,在高政府透明度条件下,政府信任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simple = 0. 236,t = 0. 154,
p<0. 001);在低政府透明度条件下,政府信任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较小且显著( bsimple = 0. 205,
t= 0. 182,p<0. 001)。 这表明,基于政府信任为中介变量的公众参与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间接关系,会
随着政府透明度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增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对促进公民参

与公共事务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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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众参与与政府透明度的交互效应

图 3　 政府信任与政府透明度的交互效应

四、讨论与启示

(一)结果讨论

第一,本研究选择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对“公众参与→政府信任→公共服务满意度”这一路

径予以了验证,发现政府信任在公众参与到公共服务满意度路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公众参与

助益于改善公众对政府行为和形象的认知,推动形成多中心合作的新治理模式,进而建立起稳定且持久

的合作型信任关系。 而高政府信任将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以及稳定公众预

期,进而提升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这一结果不仅契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目标要求,而且与既有研究具有一定的承继性。 作为当代民主社会的构成基础,有序的公众参与对公

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应主要通过提升政府信任水平而得以实现。
第二,政府透明度在公众参与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路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大样本

数据证实了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即积极参与有序政治活动的公民,往往具有更高的

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 而那些拥有更高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个体,其参与行为对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的

影响效应将更为显著。 这是源于高政府透明度有利于促进政府与民众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强化和提升

公民个体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活动中对自身的政治效能感与参与表现。 相反,当公民个体的政府透

明度感知水平较低时,公众参与则难以对公共服务评价产生积极的驱动意义。
第三,政府信任在公众参与到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路径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也受到政府透明度的

调节影响。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政府透明度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公民个体与政府建立关系和利益互惠

的一个过程。 高政府透明度不仅确保了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倒逼政府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为民众提供

更加合意的公共服务,而且打破政民两者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增进基于民众合理期待的政府信任。 显

然,那些具有较高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公民,往往对政府民生工作展现出更高的信任程度和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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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意涵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和政策启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为新时代新征程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探寻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径。 首先,要突破科层制管理窠臼,面向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塑造政府、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共治格局。 其次,要构建保障

公民持续且有效参与的制度性架构,将人民的主体地位切实转化为治理实践中的常态化参与机制,确保

人民能够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当中。 最后,要推动治理资源精准下沉,依托智能网格管

理平台搭建起多维度、互动性强的参与式学习系统,逐步培育出契合现代治理需求的公共理性精神。 第

二,本研究揭示政府信任不仅是公众参与行为有效性的前置条件,更是治理效能持续释放的价值内核。
首先,完善政务诚信清单制度,明确政府在各类行政行为中的诚信责任和义务,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

府诚信履约机制。 其次,要搭建多部门联动的风险治理协作平台,动态监测民生领域潜在信任危机,切
实将民意诉求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的政策优化方案。 最后,要建立健全政府回应效能评估机制,围绕

行政运行效率、服务供给水平和民生满意程度构建多维评估体系,系统评价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治理成

效。 第三,本研究发现,在激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方面,不能仅仅依赖政府的行政倡导动员,更应提

高个体对政府透明度的感知水平。 首先,要积极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的系统性重构,建立基于公共利

益优先级的分类分层公开标准,优化完善“主动公开清单+例外事项负面清单”的双向管理模式。 其次,
要推进政务数字化转型进程,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政务数据全生命周期溯源系统,建立统一的政务数据

标准和共享机制,促进政务数据在跨业务系统间的顺畅流通和深度融合。 最后,要完善多元协同、共商

共治的透明度治理体系,组建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智库专家及公众代表等构成的透明度评议委员会,
逐步形成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透明治理范式。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尽管从公共服务供

给侧转向需求侧创新揭示公众参与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内在机理和政策启示,未来还需要选择多源

数据、纳入公众参与类型或层次以及考虑特定情境下变量相互关系,以更精准地把握中国特色的民主参

与对民生满意度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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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blic
 

participation
 

is
 

a
 

substantive
 

cont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n
 

essential
 

part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ensure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his
 

article
 

uses
 

data
 

from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of
 

China
 

(CS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public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on
 

satisfaction
 

with
 

livelihood
 

related
 

public
 

services,
 

with
 

a
 

focus
 

on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trus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public
 

particip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s.
 

Government
 

trust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n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s.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play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in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s,
 

as
 

well
 

as
 

in
 

the
 

mediating
 

relationship
 

formed
 

through
 

government
 

trust.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ile
 

promoting
 

democratic
 

system
 

reform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ttention
 

should
 

also
 

be
 

paid
 

to
 

cultivating
 

government
 

trust
 

and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s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
 

people’s
 

well-being.
Keywords:public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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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transparency;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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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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